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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向度：黄河治理与中华民族

集体应对中的家国本位

◇王明钦 岳鹏星

古往今来，黄河水滋养万物，哺育了从远古延续

至今的炎黄子孙，但其决堤改道也给两岸人民留下

了不尽的惊悸和伤痛。黄河安澜、海晏河清，成了中

华民族千年寄托的梦想。在黄河治理中，“黄河清，

天下宁”，治河与治国的高度统一，是中华民族蕴含

着家国情怀文化视域下的集体应对。两千多年前，

孟子就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

身”。这种个体、家庭与国家血肉不可分割关系的观

念，是一种集体生存法则，是一个经历了人世间天灾

人祸、国破家亡深重苦难的民族经过千百年思维沉

淀而成的集体本能。这是一种积极向上的集体主义

精神。精神有了归属，生命就有了意义。所以，“修

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古以来就成为中华民族个

体奋斗和奉献的法则。尤其在民族面临危机时刻，

这种集体主义的、积极向上的家国情怀就愈加凸

显。在黄河治理中，家国本位的集体应对实践，在精

神向度上实际上形成了集体主义精神。这种精神源

自黄河流域先民们为应对自然灾害而形成的聚族而

居的集体主义社会生活形态，本质上就是一种和衷

共济的互助精神，一种深具乡土情怀的爱国主义

精神。

一、从黄河治理中孕育的家国本位集体主义

精神

家国本位集体主义精神是一种互助共襄的爱国

主义精神，它是黄河文化的核心内里，贯穿于黄河文

化及中华文化发展的始终，成为中华文明的一个鲜

明标识。家国本位集体主义精神是一种“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相互依存、共建共享的“共同体精神”，这

种精神的生成与黄河流域一体多元的地理生态环境

有关，与中国大一统的政治传统有关，也与黄河流域

先民们应对灾害的集体模式有关。黄河水、黄土地、

黄皮肤，这些相同的文化基因是黄河赋予中华民族

的集体记忆和身份底色，因而黄河两岸的地理生态

及这个生态下人们的生产生活模式对中华民族精神

的形成意义重大［1］。

首先，黄河流长域广、两岸生态复杂，要求黄河

的有效治理必须是一个上、中、下游有机统合的综合

治理体系。由于黄河自西向东流经9个省区，流域

面积达到79.5万平方千米，从上游到下游经历了高

原、丘陵、平原在内的三级阶梯，自潼关以东，河床坡

度下降800米，又有汾水、洛水、渭水汇入，自孟津以

东进入华北平原后因地势平缓，黄河在这里时而流

向东南，时而流向东北，长期南北摆动，任意流动，导

致其每个河段的地理生态差异巨大，相应地出现自

然灾害的类型、频度、影响也各不相同［2］。这种生态

特点决定黄河治理有人多地广、情况复杂的特点，其

中任何一个河段或几个河段的单独治理都是“头痛

医头，脚痛医脚”，效果甚微，甚至会产生“以邻为壑”

的无序混乱局面。因而要有效治理黄河，不仅应该

采取疏导的科学方式，还必须像当年的大禹一样，沿

河跋涉13年，在通观全局的情况下进行综合治理，

最终使之归流大海。唯有如此综合治理，方能取得

黄河治理实效。而这种综合治理，就需要黄河两岸

上游、中游、下游地区的人民打破地域、文化等界限，

通力合作、共襄互助，共同守护美丽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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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黄河流长域广、两岸生态复杂，要求黄河

的有效治理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黄河漫游

中国中北部，地跨9个省区，涉及范围宽广，单纯的

某一个或某几个地方政权无力做到对黄河的整体治

理，很容易形成政治多统背景下“以邻为壑”的混乱

局面。如春秋时期，由于周室衰弱，力不能及，于是

黄河流域各诸侯国就站在各自局部利益的基础上

“以邻为壑”各行其是，导致当时黄河治理的失序，给

两岸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带来了极大危害。同时，正

是由于春秋战国时期中央王权衰弱造成的黄河治理

失序，才使得包括孟子在内的思想家提出了“定于

一”的概念。因为从现实的角度讲，他们认为只有一

统，才能天下安定。也就是说，“有一个最好坐落于

上游的中央集团，又有威望动员所有的资源，也能指

挥有关的人众，才可以在黄河经常的威胁之下，给予

应有的安全。当周王不能达成这种任务时，环境上

即产生极大的压力，务使中枢权力再度出现。所以

中国的团结处于自然力量的驱使”［3］。可以说，中国

大一统的政治密码早已蕴藏在黄河那漫天的洪水中

了。而一个强有力的核心领导下的黄河治理本质上

就是一种政治一统背景下的互助共襄模式，因为“一

统”之下的中央政府才可以代表黄河上游、中游、下

游的所有人民，才可以在通观全局的情况下统一调

配资源、人力，对黄河有一个通体认识基础上的有效

治理，在资源、人力不浪费的基础上给予所有人最大

的安全。

再次，黄河处于中北部的地理区位也含蕴了中

华民族互助共襄的集体主义精神。黄河尤其是黄河

的中下游地处中国中部，其西部、北部与游牧民族相

邻，南部则与长江流域相接，是中国文化流通、交通

便利的枢纽核心。由于“十五英寸等雨线”在中国从

东部向西南穿行，其中一段与长城大致符合，这不仅

使青海、西藏与中国本部分隔，也使等雨线两侧呈现

出迥然不同的自然生态：等雨线的东南降雨量大，农

业比较发达，人口规模较大；等雨线的西北降雨量

小，农业生产规模相对较小，以游牧业为主。于是，

这条等雨线就成为中国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分界

线。历史上中原的农耕民族与塞外的游牧民族连亘

了两千年的爱恨情仇，这两种文明系统在几千年的

历史长河中相互交流碰撞，在一进一退之间推动着

历史的进程。尤其是在气候不利的情况下，北方的

游牧民族就不由自主地南下劫掠南方农耕民族的财

富。而在生产力水平不高的情况下，面对这种来自

北方游牧民族骑兵的大肆劫掠，小农经济下的“小

民”是难以自保的，其必须依附于一个强有力的政权

方能抵御来自异族的威胁。因此，通过观察气候变

迁与历史的关系，可以发现农业文明时期大致的模

式是，气候只要变暖就会导致农耕文明向北扩张；相

反，气候只要变冷，就意味着游牧民族全面南下［4］。

历代中原统治者们无论是修筑长城防御体系、和亲

结盟，还是深入漠北、饮马瀚海，总是期望能够一劳

永逸地解决北方游牧民族不断南下骚扰的问题。历

史上就有秦始皇征招全国之力修筑长城抵御北方游

牧民族，西汉武帝时期对匈奴采取积极性进攻策略，

但无论哪一种，单个的个人和地方政权都无法承担，

都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方能保卫当时这世

界上最长的国防线。而黄河流域这种依靠强有力的

中央政权抵御外来游牧民族入侵的方式蕴含的就是

一种互助共襄的集体主义精神，一种以爱国主义为

核心的民族精神。

当然在实践中，家国本位集体主义精神的生成

还与黄河流域人民特有的应对灾难的模式相关。黄

河流域由于其独特的黄土粒性特质和气候等综合原

因很早就确立了旱耕农业文明的生态方式。黄河流

域的先民们以家为单位，聚族而居，随四时的改变，

以地为生，过着与世无争的农耕生活。但这种小农

经济下的一家一户的小家庭，是无法抵御自然灾害

和战争侵袭的。于是为了捍卫自己的利益、守卫自

己的家园，黄河流域早在夏商周时期就形成了家国

本位集体主义的生产生活模式。这种生产生活模式

既是黄河流域人民对黄河生态的主动性适应，也是

黄河流域独特地理、气候在黄河流域人民心中的一

种长期的反复的强化和映射。

总而言之，从家国本位集体主义精神起源的角

度看，聚族而居、家国一体的生存模式与黄河流域独

特的生态之间的相互反复映射，最终含蕴了黄河文

化互助共襄的集体主义精神和强有力核心领导下的

集体主义抗灾模式，在此后中华民族的发展中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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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得到强化，这种精神和模式最终成为中华民族独

特的标识。

二、中华民族的家国本位情怀助力中华文明

发展

中华民族在走出黄河流域后，以主导姿态走向

全国，最终形成疆域辽阔、体量庞大、智慧超群的中

华文明。而在这个过程中，源自黄河流域的家国本

位集体主义精神逐步得到强化、沉淀，并最终定型成

为整个中华民族的标识。

（一）中华民族生存空间对于家国本位集体主义

精神的形塑

随着华夏族群由黄河流域走向全国，中华民族

的生存空间最终形成了一种庞大的、独特的、自立于

世界的地理版图。从地图上看，中华民族的整个生

存空间位于亚欧大陆东段，东西跨经度62°，南北跨

纬度49°，是一个幅员辽阔且相对独立、自成一体的

地理单元。虽然历史上各王朝的疆域时有消长，但

中国各民族整体的发展空间是明确且稳定的，构成

了中华民族的地域共同体。而且这个共同的生存空

间还形成了一种对内开放、对外相对封闭的地缘状

态：一方面，东北有大兴安岭、西伯利亚相隔，北部横

亘有广阔的蒙古高原和沙漠，西南有世界屋脊青藏

高原，而东南地区则为10000多公里的海岸线和一

望无际的汪洋大海。整体来看，中国对外有高山峻

岭、沙漠、海洋为界限，尤其是北边的沙漠和西边的

高山形成了工业时代以前人们难以逾越的天然屏

障。这种相对独立的地理环境使本就远离世界上其

他文明中心的古代中国人对外交流更加困难，从而

也决定了中华大地各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

具有很强的内向性，使各民族对传统中华文化的认

同性和凝聚力不断加强，呈现出完整的独立性。另

一方面，在中华大地内部的自然框架中，又包括高

原、平原、丘陵、盆地等结构完整的地理体系，地大物

博，基本能够自给自足，又使国人并无对外开拓的需

求。实际上，中国各地区间确有自然地理上的障碍，

但也总有相通的通道：内部从东部沿海到西部高山

沙漠有三四条平行的道路，从南方鱼米之乡到北方

戈壁高原有许多隘口，以及沿海靠着季风和洋流带

动形成多条航线。于外严整而于内气象万千，虽有

高山大河阻隔形成不同的地理区域，却又在各自然

区域之间存在若干通道，使各族可以进行经济、文化

上的交流。所以不同区域虽似隔离，却能持续不断

地交流，终于合并成为中国文化的主要地区。

综合言之，中国的世界既封闭又开放，各地区之

间看似分割，实际上却又联合。正好像，“在中国这

个巨大的舞台上，有牧人的胡笳，猎夫的号角，高低

的芦笙，船夫竞渡的鼓声，田间低沉的中音，山上高

亢的唱腔，有时夹杂着狂风暴雨与浪涛，有时则伴随

着江南的和风细雨或山地的松涛瀑布，诸音杂陈，但

最后却交织成一个最复杂、最丰富的交响乐”［5］。因

此，正是这种对外边界清晰、对内气象万千的广阔生

存空间促使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各族人民相融相

合，最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华民族命

运共同体，同时这种独特的地理空间又反向加强了

中华民族在胎胞时期就形成的家国本位集体主义精

神的原生性和独立性，最终成为中华民族的独特

标识。

（二）农耕与游牧民族的交融淬炼了中华民族的

家国情怀

中华大地上农耕与游牧民族之间的交流对家国

本位集体主义精神形成的作用主要表现为两个

方面：

首先，它丰富强化了家国本位集体主义精神。

中国地域辽阔，内部自然环境差异巨大，在工业革命

前自然形成了游牧和农耕两大区域。其中北至瑷

珲，中经陇山、横断山脉东缘，南至腾冲的400毫米

等降水量线，即被当代人称为“胡焕庸线”，这条线既

是中国半湿润区、半干旱区的地理分界线，也是农

耕、游牧两大文明的分界线。这条线的两边因自然

地理环境迥异，人口与经济分布均形成鲜明的对比：

东部因降水量较大形成了农耕文明区域，人口较为

集中；西部地区则因干旱形成了游牧文明区域，其间

穿插分布着小块河谷与绿洲农业区，但“耕地面积仅

占全国总面积的7.7%，人口占全国总数通常在10%

以下”［6］。与此同时，不同区域的居民根据当地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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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地理条件，还形成了北粟南稻、东渔西牧等各具特

色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生活。而这种西部游牧区、东

部农耕区的格局使东西各民族所生产和创造的财富

不仅为本民族所需，也为其他民族所需，形成了多元

互补性。随着中华民族的向外发展，繁荣开放和战

乱动荡以交替并行的演进方式加剧了各民族之间历

史性的交流与融合，这些交流与融合不仅使中原农

耕民族的日常生活习惯、生产工艺与文学艺术、思想

文化深受北方游牧文化影响，游牧文化也在中原农

耕文化的巨大冲击下表现出强烈的汉化趋势［7］。民

族的融合与碰撞，一方面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

文化认同和传承提供了物质条件，这就在交流中使

源自黄河流域的家国本位集体主义精神的内涵得以

丰富。另一方面，在中华大地上所有的文化交融中，

源自黄河流域的黄河文化始终处于最高文化级别、

起着主导引领的作用，这就又丰富了家国本位中的

爱国主义因子，并使之逐步成为整个中华民族家国

情怀的重要内容。

其次，具有历史连续性的精神文化认同使家国

本位集体主义精神得以延续。余秋雨曾在考察四大

文明古国后对古印度文化在历史上的中断、湮灭有

过这样的论述：“它有过太多的‘对手’和‘主子’，有

过太多的信仰和传统，有过太多的尊荣和屈辱，有过

太多的分裂和崩溃，结果，文化的灵魂散了神，混沌

一片。”［8］但中国文脉则与此相反，我们自初始阶段

始终有一个核心和主体构架。李俊认为，炎黄文化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祖文化、龙头文化，积淀着

中华民族最深层的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

神标识，从古至今，“中华”“中国”之称谓，都是与炎

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9］。王震中先生认为：“文化是

民族的血脉，历史上，从先秦时期的华夏民族，到秦

汉以来的汉民族以及中华民族，都是以华夏文化为

核心为主干的文化民族。”［10］可见，自炎黄—华夏—

汉族—中华民族，华夏文化始终是中华民族命运共

同体构建中的核心，其强大的凝聚力不仅避免了中

华民族文化的中断，而且其文化发展的连续性和优

越性凝铸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同质性，成为中国传统

文化的独特标识，得到了中华大地上所有民族的认

同，同时这也使在华夏时代就生成的家国本位集体

主义精神得以延续，并以主导文化的形式成为中华

民族的主要精神标识。

（三）大一统的政体建构了家国本位文化的制度

基础

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曾将古代文明的

发展分为希腊模式和中国模式，并认为希腊文明初

期就呈现出文化统一与政治分裂相结合的特点，但

随后一系列的战争把它投入了疲惫不堪的境地，并

使其最终湮灭在历史的烟尘中。而中国却与之不

同，“从汉代上溯到中华文明的初起时期，中国史的

结构类似于希腊模式”［11］，但是秦汉王朝时期中国最

终实现了政治统一，建立了大一统的国家，确立了中

国极具安定性和稳定性的社会制度。这种“以华夏

族为主体，同周围许多民族、部族或部落保持不同程

度关系的整治格局……这种格局把统一性和多样性

很好地结合起来，而且产生了强大的凝聚力。即使在

某些时期政治上分裂割据，这种民族和文化的凝聚力

也毫不减弱，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鲜明特色”［12］。因

此，统一国家的稳定秩序和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政治，

不仅保证了中国政治和文化的连续性和独立性，也

是家国本位集体主义精神得以延续的制度保障。

总而言之，家国本位集体主义精神来源于黄河

流域华夏先民们聚族而居的集体生活，是由黄河流

域独特的地理生态和独特的区位特点在黄河流域先

民心理上长期反复映射而生成的，此后又在中华民

族漫长的历史实践中得到强化，最终成为中华民族

独特的精神标识之一。而且在地域宽阔、灾害重大，

个人或微小社会力量无法抵御的情况下，家国本位

集体主义精神本质上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内一种互

助共襄、共荣共存的互助精神，一种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的共同体精神，一种家国本位的爱国主义精神，

这种精神是中华民族独特救灾模式形成的核心和

内里。

三、家国同构之下中华民族的救灾机制

“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是习近平总书记

在2014年第六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的，

当时他说：“我国56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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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一员，共同构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

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13］从历史上看，中

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却是一个漫长的动态的过

程，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家国本位集体主义精神逐

步在实践中凝铸出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救灾模式。家

国本位集体主义精神来源于农业文明时代黄河流域

黄河人的生存状态，这种生存状态具有独特的集体

主义生存特征。

首先，农耕意味着定居，意味着合作和对和平的

坚守。黄河流域的农耕民族要在生产力水平不发达

的时代求得和平、稳定的定居生活，就必须能够抵御

来自自然界和外来战争的威胁。但要抵御自然灾害

和外来战争的威胁以求得生存，单靠个人或少数组

织的能力是不可能的，其必须依靠集体的庇佑，因而

马克思把这种个人对集体高度依赖的共同体称为

“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在这种类型的共同体内，集体

至上、集体主义精神超越了对个人价值的追求。而

自炎黄族团延续至清朝前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就属

于这一类型的共同体。而早在先秦的邦国时代，在

这种集体主义的农耕生活中就孕育出了黄河流域以

家为本、由家到族再到国的由小而大的社区空间结

构，这是黄河流域独特的邦国天下观点的体现，也是

中华民族家国天下集体主义精神的由来。可以说，

这种家国天下的集体主义精神散发着浓厚的泥土

味，是黄河流域先民们历经风雨仍忠实依偎在一起

的精神写照。

其次，伴随着伏羲神农、尧舜禹汤，一套与农耕

文明完美结合的、同样发达的宗族宗法制破土而生，

并随着西周“天子建国，诸侯立家”的分封制，把封建

制中家与国、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复合治理社会结构

发展至鼎盛［14］。西周结合分封制把宗族宗法扩展至

整个社会，使农耕家族由紧固到松散，真正实现了由

家到国的转变，这是黄河文化也是中华文化发展史

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此后伴随着黄河文化向全国

的辐射和中华大地上其他民族的内附，中华民族逐

步形成了一套独具温厚恭谨色调的生活方式和社会

结构，一种独具博大舒缓性格的文化开始定型。当

时的黄河人骄傲地为自己这个前途无量的家园起名

为华夏——中国，以此把自己与东西南北的“夷戎蛮

狄”明确而又宽容地区分开来。这个由华夏文化圈

内直属周天子的国家，以及受周天子分封而建立的

其他诸侯王国共同构成了“诸夏”，这里的“诸”即诸

多的意思，“夏”者大也，谓“中原之大国”；或曰“夏训

大也，中国有文章、光华、礼义之大”［15］。从此，“内诸

夏而外夷狄”的空间分布的特定属性，“为黄河人千

百年来极大影响和典型代表今所谓中国或中华民族

的历程，竖起了一块划时代的里程碑”［16］。

由前述可见，家国本位集体主义精神来源于黄

河流域人们的集体主义定居生活，也来源于黄河流

域完善的宗族宗法等级制度的社会化治理模式，其

本质上是一种互助共襄精神，并蕴含生产力水平低

下的情况下黄河流域先民们面对灾难的应对模式：

共襄互助的集体应对模式。由于在当时的自然灾害

和社会纷争影响下，单个的小家庭过于单薄和渺小，

显得无力无助，因而要想生存，必须依赖于人们之间

的援手和救助。于是在与黄河滔天浊浪及北方游牧

民族铁蹄的抗争中，那种百人同心的集体力量，就成

了黄河流域人们继续生存的依靠。因而，家国本位

集体主义精神的核心就是共襄和合，其中“共襄”就

是合作、互助，“和合”主要体现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内

各个民族和合相生。可以说，共襄和合精神表现出

的是中华民族的一种宽容博大的胸怀和气度，体现

为对不同族群文化的包容和彼此间的互助。而在中

华民族共同体自然形成的过程中，这种精神更多体

现在面对重大灾难时的互助共襄。多灾多难使得中

华民族成为最勤劳、最有忍耐力的民族，在面对灾难

时能够团结一致、同舟共济、直面挑战，也使得中华

民族自身蕴含着强大的生命力，从而使得天独厚的

中华文明得以延续至今［17］。

由于家国形态下的中国没有受到外来文明力量

的干预，是一个强有力领导核心下的统一国家，因而

其救灾的内容更多指向疆域内部对国家和人民生存

带来严重威胁的自然灾害。比如，中国史载的最早

的、最重大的自然灾害为尧舜禹时期的大洪水，中华

民族第一个救灾的传说就是大禹治水。《史记》记载，

在原始部落联盟时代，黄河发生特大洪灾，洪水肆虐

中原，导致民不聊生。面对大洪灾的威胁，个体家庭

的力量甚至小规模的部落都难以应对。“汤汤洪水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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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尚书·尧典》），于是

大禹带领人民经历13年之久终于平定了水患。这

是中国历史上记载的最早的集体抵御洪水灾难的

记忆。而由于古代中国是一个灾难频发的国家，农

耕社会“靠天吃饭”，水灾、旱灾、蝗灾、瘟疫等灾难

对社会影响很大，因而这种依靠中央调度、共襄互

助集体抵御自然灾害的经验在此后的中国代代相

传，并逐步形成了中国独特的抵御自然灾害的

模式。

中国古代的救灾主要分为灾前预防、灾中勘按

和灾后救济三个部分。灾前预防，即事先做好预防

工作，以便救灾时能够有备无患。针对“民以食为

天”的农业文明时代，灾年到来对百姓影响最大的莫

过于粮食的歉收。为避免灾年饿殍遍野的情况，古

代中国创造了“建仓积粮”以防患于未然的灾前预防

方式，统治者认为“居安不忘于虑危，有备可期于无

患”，而使国家有备无患的首要之举便是“劝农重谷，

以备饥荒”（《唐大诏令集·安恤天下德音》）［18］。至明

清时期，这种救灾的仓储体系日趋完备、遍布全国，

从省会乃至州郡都建有常平仓，乡村则建有社仓，市

镇有义仓，边疆地区有营仓。其中的常平仓和社仓

是官方救济行为，义仓是一种民间慈善活动。而这

种预防方式就是一种聚少成多、共襄互助集体抵御

灾害的抗灾模式的体现。比如，明清时期的户部规

制每年春夏出粜，秋冬入籴，平价生息，遇灾年时按

数发给散户。同时屡颁诏旨，要求各地乡绅富民捐

输，或按亩征摊，或截漕粮以补缺，或开贡监名额以

捐纳，以此充实仓储。而且在救助范围上也并非囿

于本地，如某地发生重灾，以致本地仓谷入不敷出，

也可调外地积谷支援。同时政府还积极发展农业生

产，鼓励垦荒，重视推广农业技术，大力兴修水利设

施等，作为灾前防御措施。

灾中勘按主要指古代中国形成的一套完备的救

荒制度，主要包括报灾、勘灾和救灾三个部分。报灾

主要是地方官及时上报灾情，层层汇总，上达中央。

若在管辖区域内发生灾情，地方官员逾期不报、懈怠

延误者，将受到朝廷的严厉责罚。如《大明律》规定

灾荒不奏杖八十，还明令“查勘水灾，贪要赃私，不问

民瘼，处以死罪”（《大诰续编》卷84）。而地方官员

除上报灾情外，还必须在限定时间内周详地勘察受

灾的程度，作为实施救济的依据，这就是勘灾。查勘

灾情主要是为了对症下药，针对受灾程度的不同采

取相应的救济措施。古代中国采取的救济措施主要

有灾蠲和缓征。所谓灾蠲就是免除灾年时民众钱粮

的赋税。所谓缓征就是当年应收钱粮延缓至灾后重

征。此外为使灾民不陷入困境，政府还在灾区设立

粥厂，施粥散米救济百姓。若遇冬季灾民无衣御寒，

政府还购买棉衣赈济灾民。

总而言之，由于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农

耕社会灾害频繁，自然灾害的防治对国家影响重

大。秦汉之后，郡县制的确立和中央政府的强大，进

一步强化了国家统筹行动的重要功能，并逐步形成

了一套完备的政府主导型的集体主义救灾体系。这

种救灾体系下，一地遭灾，邻近各地政府必须援助，

这是惯例，也是传统。同时这也是当下中国以政府

为主导、“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救灾模式的历史渊

源，是家国本位的集体主义精神在古代中国的重大

表现。

四、结语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轫于黄河文明，在农耕

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汇、冲突与融合中孕育，在黄河

治理中形成丰富的文化内涵，并在集体应对的实践

之中形成了具有中华民族根基特质的家国情怀，进

而沉淀为家国本位的集体主义精神。家国本位的集

体主义精神有利于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发展进

步。中国在历史上形成了中央集权大一统的政治体

制，进一步增强了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这种家国

本位的民族认同是国家治理的文化和心理基础，是

黄河儿女在治理黄河水患时塑造的顽强拼搏、不屈

不挠的民族精神的凝聚，是炎黄子孙在民族融合中

开放包容、不拘一格的包容胸襟的体现，是中华民族

独特智慧、坚韧精神的生动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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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斗争精神。这精神，从远古传

承至今，内化深植于中国人的骨髓与血液之中，形成

了中华民族最宝贵的文化基因，成就了5000多年从

未断绝的中华文明。

精神文化薪火相传，光大中华民族优良品质。

以河洛为中心的中原农耕文化，传颂着夸父追日、女

娲补天、大禹治水、愚公移山等神话故事，塑造了中

华民族的精神密码和文化基因，固化了安土重迁、敬

天法祖、家国同构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范式，造就了儒

道互补的中华文脉，生成了崇仁爱、重民本、守诚信、

讲辩证、尚和合、求大同等核心思想理念，形成了天

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

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

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涵养了自强不

息、敬业乐群、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中华

传统美德，滋养了独特丰富的文学艺术、科学技术、

人文学术等方面的中华人文精神。这里历代政治纷

争、兵燹人祸不断，水旱天灾不绝，磨砺了中华民族

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吃苦耐劳的性格，在河洛地区

形成了愚公移山精神、大别山精神、焦裕禄精神、红

旗渠精神、南水北调精神等等，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精

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我们去传播、去光大。

作者简介：李立新，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

所（黄河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摘自《黄河·黄土·黄种人》2024年第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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